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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艾滋病自上世纪 80 年代被发现以来已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近 40 余年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似乎没有哪种疾病像艾滋病这样超越了单纯的
医学范畴，进而与阶层分化、贫富差距、社会性别等诸多因素紧密地连接并演变
成为了一项“社会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医学层面“鸡尾酒疗法”大
大地缓解了艾滋病感染者的发病率，使得艾滋病成为一项现阶段虽无法治愈但可
控的“慢性疾病”，可是社会层面对艾滋病的恐慌、污名以及歧视问题却依然广
泛存在。中国自上世界 80 年代以来陆续出台了多项围绕艾滋病问题的规范性文
件，特别是 2006 年《艾滋病防治条例》的颁布标志着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法律
规范体系的确立。但结合各级法院的司法适用来看，中国目前对艾滋病感染者相
关法律问题的裁判似乎存在着许多复杂的变量，如若再深入到艾滋病感染者的日
常法律实践当中，这些法律规定的落地则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某种意义上，这
些综合性问题或多或少地皆与艾滋病感染者的隐私问题存在联系。 
有鉴于此，本研究试图采取从法律规定到法律实践的动态视角，在结合目前
与艾滋病问题相关司法判例的基础上，深入到艾滋病感染者群体当中进行参与式
观察，进而分析在不同场域当中作为一种隐私的艾滋病感染信息是如何在法律规
定以及实践层面或主动或被动地呈现，以及这种呈现会对艾滋病感染者造成什么
样的实际影响。具体而言，本研究选取了医疗诊断、就业就学以及婚姻家庭三个
场域进行相关实证分析。 
首先，在艾滋病最初显现的医疗诊断场域中，尽管法律明确了艾滋病感染者
在就诊时的告知义务以及医疗单位诸如保护患者隐私、提供适当医疗服务的详细
规定，但是在实践当中这种本应是共同致力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良好互动却发生
了某种异化。一方面艾滋病感染者或出于隐私泄露的担忧或出于对拒诊可能性的
恐惧往往采取回避的方式拒绝这种告知义务的履行；而另一方面诸如“术前四项”
检测以及定点医院等制度性措施往往并非以疾病防治为最终导向。这就使得本应
作为主体的艾滋病感染者在医疗诊断场域中逐渐地被“物化”成为了具有危险符
号的“客体”，并最终形成了矛盾性的恶性循环。 
其次，在就业就学场域中尽管存在着“不歧视”的原则性规定，但诸如公务
员体检标准等细节性规定往往在层层加码的趋势下将实践中的运作常态“塑造”
成了与上位法截然相反的形态。此外面对着社会层面的排斥，许多艾滋病感染者
在面对就业就学场域中的歧视问题时通常会基于外在环境的压迫进而产生退缩
的负面心理情绪。这就使得许多艾滋病感染者在权利准入层面就出现了“能力障
碍”，更不用说当事人即便在司法实践中能够获得某种法律意义的“胜出”，但在
具体的社会网络当中那些不可忽视的负担却可能将这些努力消散于无形。 
最后，因无保护的性行为作为艾滋病的重要传播途径之一，所以法律规范对
婚姻家庭场域中艾滋病感染者的告知义务进行了相应的规定。但问题是此类规定
的实际操作却往往存在着诸多的现实困境，如性伴侣与配偶之间的有限区隔，以
及相关行政主体的强制执行空间等均对这些规定的履行造成了不确定的客观障
碍。此外在代际关系当中，由于艾滋病符号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社会网络
的亲代感染者之于子代的情感支持需求会明显扩大，而子代的反馈通常会反而随
之缩减，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代际关系的紧张。事实上在艾滋病符号介入后的代际
关系即便基于其他因素的制衡而维持原有的状态，但其背后潜在的“供求关系”
仍然是被无形地扩展了。 
回到问题的起点，作为一项权利内容的隐私无疑有着法律框架下的边界，而
对艾滋病感染者告知义务的规定本身也正是其隐私权实现的必要前提。但问题是
无论在以上哪一场域中，当作为一种隐私内容的感染信息被呈现在相应主体面前
时，艾滋病感染者所面临的绝不仅仅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制约，而更是一种实现
权利之能力的减损可能。换言之，社会层面的艾滋污名导致着艾滋病感染者实现
权利之能力的空间限制，在此基础上我们即便可以通过法律层面对歧视现象进行
不同角度的规制，但这一系列的法律规定本身就在污名的背景下遭受着种种困境。
因此，如何从扩充“能力”的人权范式出发进而保障艾滋病感染者在不侵害他人
权利前提下的自主选择赋权或许才是艾滋病感染者权利保障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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